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近代词的史实书写与“词史”建构 

陈丽丽
1
 

【摘 要】：词是种音乐娱乐文学，自晚唐五代花间格调确立以来，一直以婉约的风格、抒情化的表达为当行本

色。进入近代，由于社会与文学发生巨大变革，社会时事成为文人书写的重要内容。在这种风尚辐射下，词体的内

容、境界发生显著变化，反映中外战争、太平起义、变革维新、帝后矛盾等各种史实的作品大量出现。晚清四大家

及蒋春霖、赵起等为代表的众多词人，在其词作及词序中真实记录时代新变或政治事件。与前代文人相比，近代词

人对社会重大事件的关注更为深刻纯粹，超越了慨叹个人身世的传统窠臼。“词史”从理论到创作得到了彻底贯彻，

“重拙大”成为近代词创作的新倾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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词是隋唐时期随着燕乐的流行逐渐兴起的娱乐文学，是乐工歌妓与文人互动的成果，其原始功用相当于流行歌曲。与承载

着言志、教化以及科举功能的诗、文相比，词以其轻松的娱乐性、生动的抒情性深受各阶层喜爱，也正因如此，词体被打上了

末技小道的标签。 

北宋后期，在宋徽宗的推崇下，词体地位大为提升，但在正统文人心目中，词是娱乐扬才的工具，其文体价值仍不能够与

诗、文相匹敌。南渡之后，在乐禁、崇雅等因素推动下，词体迅速向诗靠拢，以辛弃疾为代表的爱国词人将个人情怀与家国命

运结合起来，扩大了词的境界。 

19 世纪以来，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以及西方势力的侵入，诗、文、小说等文体纷纷呈现出新风貌，词体也发生显著的变化，

甚至达到一个新高峰。蒋兆兰认为，“清季词家，蔚然称盛”[1](P4633），并格外指出清代词学“逐渐改良”，清季词人“亦改良之

一助”[1](P4637）。 

叶恭绰认为：“嘉、道以后，实是词的中兴、光大时代……嘉、道政治、外交、军事走下坡路的时期，反而文艺界爆出了

些光芒和活气。词的一道，自亦不能例外。张惠言、周济、龚自珍等人，皆于此时产生。 

鸦片战争以后，群众所接触的方面，益为广阔，事物与情感之刺戟，亦更形复杂。其表现于文艺者，自亦更不相同。所以

这阶段的词，亦更形光辉灿烂。”[2](P95) 

作为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时段，近代词坛之所以被视为“称盛”“改良”“中兴”“光大”，不仅是因为创作众多，更重

要的是近代词所呈现出的一种独特新风貌。 

客观来看，在近代文学的变革大潮下，尽管词体创作大多仍集中在文人酬倡范围之内，在社会上的传播和接受也不及诗、

文、小说等文体突出，但在内容、风格上发生了许多变化，打上了鲜明的时代烙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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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前人相比，许多文人不仅以词来酬赠倡答，抒发私人化的情感意趣，而且更多关注到当下的各种新现象，尤其是重大社

会事件，并通过词以及词序或隐或显地表达出来。以词体书写史实，构建起完整的近代词史，成为近代词坛的一大显著特色。 

一、从当行本色到对现实的高度关注 

作为音乐性、娱乐性很强的文学样式，词的最初功能主要是娱宾遣兴。晚唐五代时期，以温庭筠为代表的花间词人，确立

了“香而软”[1](P1110）的当行本色。北宋中期，苏轼以天才雄放的姿态，有意打破花间藩篱，“指出向上一路”[1](P83），创作出《念

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江城子·密州出猎》等与当时主流格调完全不同的作品。然而，苏轼的别调只是尝试，《东坡乐府》中大多

仍是传统的柔婉、娱乐之作。 

靖康之变后，宋高宗曾实行乐禁，加速了词体向诗歌靠拢，以辛弃疾为代表的南宋词人，大量用词来抒写胸臆，“无意不

可入，无事不可言”，开拓了词的境界，彻底打破了五代以来艳情占主导的词坛格局，婉约、豪放、清空等各种风格皆佳作纷

呈。 

宋代以后，金、元词坛无论创作还是理论都显得逊色，“明词专家少，粗浅、芜率之失多，诚不足当宋元之续”
[1](P4510）

，晚

明陈子龙等投身于社会变革中，他的《湘真阁存稿》以闺怨笔法抒发“伤今吊古”“野老吞声”之情，亡国之痛隐然可见，为

词坛带来一些新气象。 

入清以后，词人辈出。康熙年间，陈维崧、朱彝尊和纳兰性德各树一帜，标志着词坛复兴。浙西、常州等各大词派相继登

场，尤其是常州词派贯穿了清代中后期。该派推尊词体，强调比兴寄托，使词坛风格转向浑厚阔大。清朝末期，即 19世纪以来，

各种社会矛盾凸显，随着鸦片战争（1840）爆发。 

此后，太平天国（1851—1864）、第二次鸦片战争（1856—1860）、英法联军（1857—1860）、洋务运动（1861—1892）、中

法战争（1883—1885）、甲午战争（1894）、戊戌变法（1898）、义和团（1900）、八国联军侵华（1900）等内忧外患接踵而至。 

面对着危险窘迫的国势，不少文人通过词来表现时代精神和内心忧虑：或反映内外战乱，或谴责丧权辱国，或要求改革制

度，或倡言民族革命，极大地开拓了词的表现领域，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内容与格调。 

（一）对时代新变的丰富表现 

鸦片战争前后，随着西方军事力量及思想文化的侵入，中国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转变，这种改变体现在知识分子的切

身感受上，也渗入词中。林则徐主持虎门销烟开启了近代先河，作为一名民族英雄，林则徐存词不多，但颇具现实意义，如《高

阳台·和嶰筠韵》中痛陈鸦片输入带来的巨大危害，完全可以作为他禁烟的注脚。 

谢章铤对此评价很高：“固不必以词见，而其词则与嘉道间可以并驾齐驱。”“为之慨然，岂但于倚声中为阿芙蓉（笔者

注：阿芙蓉即鸦片烟）增一故实哉？”[3](P283）赵起（1794—1860）乃赵翼之孙，咸丰十年（1860）佐团练对抗太平军，城陷后，

全家七十余口投池而亡，有《唱晚词》，谢章铤评曰：“多纪寇乱之篇。 

骨肉凋零，兵戈满眼，亦极人生之不堪矣。”[3](P327）张宏生指出：“赵起所写到的战争有金陵之战、镇江之战、扬州之战、

丹阳之战、金坛之战、徽州之战、宁国之战、安庆之战等，堪称一代词史。而且，他往往能够写出战争的始末和事件的发展。”[4](P126）

可见晚清词人笔下对历史事件记录之细、反映之详。 

即便是传统的诗词倡答，在近代也呈现出新的内容风貌。光绪庚子年（1900）王鹏运（鹜翁）、朱祖谋（沤尹）、刘福姚（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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盦）等官员选调唱和，结集为《庚子秋词》。 

王鹏运有序曰：“光绪庚子七月二十一日大驾西幸，独身陷危城中……秋夜渐长，哀蛩四泣，深巷犬声如豹，狞恶骇人，

商音怒号，砭心刺骨，泪涔涔下矣！”[5]可见，该词集是“拳匪倡乱”“各国师集”，帝后逃亡之后，身陷城中的文人相伴唱和

之作，格调极其哀楚。如，《诉衷情》组词之末句，王鹏运赋曰：“荆高何处，冷落金台，日淡幽州。” 

朱祖谋曰：“故乡何处，剩水残山，却望并州。”刘福姚曰：“不堪回首，海色苍茫，烟点齐州。”无论是幽州、并州还

是齐州，无不传递出京城陷落后国势的衰败凄凉。再如，王鹏运《凤来朝》讲述了作者面对陷城，忍不住热泪洒落；眺望烽烟，

悲哀吟诗，如杜甫般憔悴；夜晚灭灯独坐，看到点点鬼火。 

该词情感与画面感十分强烈，家国危难跃然纸上。马大勇认为：“《庚子秋词》是与特殊历史节点‘风云际会’、‘国家

不幸诗家幸’效应发挥到极致的一次重大词史事件，不仅‘证史’功能至为典型，艺术表现可剖析分辨者亦夥，足可作为一部

二十世纪词史浑然天成之开篇。”[6](P141) 

除了表达国都沦陷的沉痛哀戚，《庚子秋词》中还有一些极具时代特色的主题。如，乙卷有一组《调笑转踏》题曰“巴黎马

克格尼尔”，三首词皆吟咏法国小说家小仲马的名作《茶花女》，将中国传统的歌妓主题与西方小说结合起来，内容、风格颇为

独特。譬如，王鹏运笔下“漫道郎情似海深，不抵巴尼半江水”；朱祖谋的“肝肠寸寸君不知，匏子坪前月如水”；刘福姚的

“珍重断肠书一纸，钿车忍过恩谈里”，皆含外国地名音译。 

光绪己亥年（1899），由法国留学回国的周寿昌口授、林纾执笔翻译的《巴黎茶花女遗事》在福州发行。次年，陷落京城的

王鹏运、朱祖谋、刘福姚便以词来同题唱和，足见西方小说传播接受之广、影响之大。据肖瑞峰和李寒晴考辨，除王鹏运等三

人外，还有周颖孝的《贺新凉》、赵洁的《念奴娇》、张仲炘的《曲玉管》亦为歌咏《茶花女》之词作。[7](P143）以词体吟咏西方小

说，完全是近代以来中西文化深入交流的产物，乃千余年词坛之新现象。 

（二）以词证史，对时政的全面记录 

近代社会风起云涌，许多政治事件在词中皆有委婉表现，因此，这些作品可与历史文献参看。如，朱祖谋乃近代词坛巨匠，

他“勤探孤造，抗古迈绝”[8](P594），被叶恭绰称为“集清季词学之大成”“或且为词学之一大结穴”[9](P225）。朱祖谋有不少词皆关

涉时事，弟子龙沐勋云：“时值朝政日非，外患日亟，左袵沉陆之惧，忧生念乱之嗟，一於倚声发之。 

故先生之词，托兴深微，篇中咸有事在。”[8]（序，P1）《鹧鸪天·九日丰宜门外过裴村别业》《声声慢·辛丑十一月十九日味聃

赋落叶词见示感和》《烛影摇红·晚春过黄公度人境庐话旧》《摸鱼子·梅州送春》《夜飞鹊·香港秋眺》等，都表现出对维新派

的同情，对光绪帝珍妃遭遇的感慨以及壮怀零落、国土沦丧的悲伤。 

《庚子秋词》中，朱祖谋有一阕《凤衔杯·哀山阴王黼臣郎中》是悼亡之作。庚子国难时，王黼臣任袁寿山幕僚，在义和

团“扶清灭洋”、俄军入侵的情势下，他与主帅寿山发生分歧，并上书劝谏，最终受诬入狱被杀，李希圣的《庚子国变记》、郭

则沄的《十朝诗乘》对此事皆有记录。 

“斡难河北”点明了事发地点，“旧恩新怨总无端”揭示出寿山与黼臣的矛盾，“悔投笺”指出反复上书的事实，末句“鹦

鹉赋”用祢衡之典，表明王氏的刚直高傲。该词格调悲郁，“九重泉”“断招魂”“收骨江边”等语，足见沉痛哀悼之情。朱

祖谋以词记载庚子国难中，黑龙江中俄战争背景下的一段史实，不仅抒发自己对友人的哀思，更有以词证史的重要价值。 

郑文焯（1856—1918）也为清季四大词人之一，仕途蹇阻，遂绝意进取，他“毕生专力于词，为近代一大家数”
[10](P137）

。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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戌政变、庚子国难后，郑文焯的不少作品与历史事件相连，如：《月下笛》（月满层城）将光绪囚禁瀛台、袁世凯出卖维新党、

六君子被杀等隐晦写入词中；《莺啼序·秋感和梦窗丰乐楼韵》影射戊戌政变；《谒金门》三首则涉及列强劫掠文物、慈禧杀害

主和官员；《杨柳枝》诸阕将珍妃坠井纳于笔端。叶恭绰称其词“格调独高，声采超异，卓然为一代作家”
[9](P127）

。 

四大家中的况周颐（1859—1926），致力词学 50 年，早先主性灵，好为侧艳语，后受王鹏运影响，格局大变。甲午战争时

有不少感时伤事、激越悲愤之作。除四大家外，还有许多近代文人以词笔来记载国家政事，如，谢章铤《赌棋山庄词话》中便

有刘家谋、蒋士铨、林则徐、邓廷桢、赵起、江顺诒、龚自珍等人，皆因以词言史而备受关注。此外，还有蒋春霖、张景祁、

周闲等大批词人，他们的作品几乎涉及19世纪中后期的各种重大政治事件，贯穿起来，甚至可以作为近代重大史实的完整记录。 

二、“词史”的理论总结与创作实践 

纵观词的发展史，词体的发展演变历程与社会时代风貌密切相关。近代虽然仅有短短的 70余年，但无疑是中国历史上一个

重大转折点。就词学而言，该时期也是传统词学向现代化转型的过渡阶段，词的内容风貌发生了许多变化，其中一个突出表现

便是“词史”观念在理论上的确立以及在创作上的实践。 

（一）“词史”观念的确立 

“词史”的概念及相关理论是由“诗史”发展而来。在中国诗学中，“诗史”的产生与杜甫密切相关。由于杜诗真实记录

了“安史之乱”前后的社会状况，纪事功能与史实价值十分突出，因此,孟棨在《本事诗》中称杜甫“逢禄山之难，流离陇蜀，

毕陈于诗，推见至隐，殆无遗事，故当时号为‘诗史’”[11](P15）。南宋陈岩肖《庚溪诗话》亦总结：“杜少陵子美诗，多纪当时

事，皆有据依，古号‘诗史’。”
[11](P167)

 

随着词体的发展以及“以诗为词”的深入，杜甫及“诗史”的影响逐渐渗透进词学中。纵观整个词的历史，宋代的柳永、

苏轼、周邦彦、辛弃疾、姜夔、刘克庄、吴文英、王沂孙、张炎以及清代的陈维崧、张尔田、蒋春霖、郑文焯、赵起等，皆曾

被词论家比作杜甫，然而细究之，其具体指向却并不相同，正如欧明俊所说的：“词论家看重的往往是某一方面或某些侧面，

以不同标准，从不同角度看。”[12](P6） 

周邦彦被称为“词中老杜”[1](P4270），主要是从创作手法角度来谈：杜甫乃诗歌史上承前启后的集大成者，乐府、律诗兼擅，

用韵、格律也十分突出；周邦彦在词史上同样具有精通音律、承前启后、集大成之特点。清代，尤其一些近代词人与杜甫类比

时，其着眼点往往在反映史实这一角度，如，蒋春霖笔下有许多涉及太平天国的内容，被谭献称为“咸丰兵事，天挺此才，为

倚声家老杜”[13]（卷五）；龙榆生《清季四大词人》推崇郑文焯《贺新郎·秋恨》二首“足当‘杜陵诗史’”[14](P460）；钱仲联评张尔

田《遁庵乐府》是“感时抒愤之作，魄力沉雄，诉真宰，位精灵，声家之杜陵、玉溪也”[15](P228）。可见，清末词人与杜甫的联系，

多与“诗史”，即书写史实有关。 

关于“词史”概念在清代的发展，严迪昌在《清词史》中指出：“清初以来，明确呼唤‘词史’的，一是陈维崧，二是周

济，谢章铤是第三个。”[16](P483）陈维崧（1625—1682）在《词选序》中提到：“东坡、稼轩诸长调又骎骎乎如杜甫之歌行，西京

之乐府也。……选词所以存词，其即所以存经、存史也夫。”[17](P15）陈维崧推尊词体，将东坡、稼轩长调与杜甫歌行相比，认为

词可以“存经存史”。 

清中叶，常州词派中坚周济（1781—1839）更明确指出：“诗有史，词亦有史，庶乎自树一帜矣。若乃离别怀思，感世不

遇，陈陈相因，唾沈互拾，便思高揖温、韦，不亦耻乎。”[1](P1630）晚清词论家谢章铤（1820—1903）论赵起《约园词稿》时亦曰：

“予尝谓词与诗同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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粤乱以来，作诗者多，而词颇少见。是当以杜之《北征》《诸将》《陈陶斜》，白之《秦中吟》之法运入减偷，则诗史之外，

蔚为词史，不亦词场之大观欤？”[3](P327）公然提倡词家应该“抑扬时局”。由此可见，关于“词史”的思想理论自清初起便不断

被提及，但真正在创作上得到广泛落实，则是在近代。 

（二）官宦文人：“词史”创作的主力 

南宋中叶以来，文柄下移，许多布衣文人、幕僚清客在文坛上有巨大影响，如姜夔、吴文英等。清朝建立以后，布衣文人

的创作依然繁盛，别集众多。林葆恒纂辑的《词综补遗》中收录近代词人 2437 人，其中，“有功名官职者约一千六百八十三

人”[18](P22），无功名者约三分之一。综观近代以来具有“词史”风貌的词人，则绝大多数属于有官职者。 

譬如，《庚子秋词》的作者皆为朝廷官员：王鹏运是同治举人，曾历任内阁中书、内阁侍读，光绪十九年（1893）授江西道

监察御史，升礼科给事中，转礼科掌印给事中；朱祖谋进士出身，官至侍读学士、礼部侍郎；刘福姚状元出身，在翰林院修撰

历任侍讲，任贵州、广东、浙江、河南等乡试考官。 

开阔的眼界、丰富的阅历使得这些官员对家国世态有更多的认知与思考；文人的敏感与多情，使他们对国势衰微、内忧外

患怀着更为强烈、忱挚的情绪，因而其词作主题及字里行间往往蕴含国破之悲、伤时之痛，极具时代意义。 

蒋春霖（1818—1868）为晚清词家巨擘，尽管科场不利，但于道光二十八年（1848）赴扬州谋两淮盐官，咸丰元年（1851）

任东台富安场盐大使。虽然，他任职时间仅 8 年便被罢，但对官场及晚清的动荡衰败有深切感知，尤其目睹了鸦片战争、太平

天国运动、英法联军入侵所带来的灾难后，其词作有不少内容直接描写战争、反映时事。 

咸丰三年（1853）三月，太平天国攻陷南京并定都，蒋春霖身在苏州，但却十分关注，多以第三者的视角对此有反映。如，

《台城路》（惊飞燕子魂无定）一词，描绘金陵城中逃亡之人如惊飞的燕子，“铦声幻鬼”“乱鸣金铁”等语句，生动刻画出战

争的凄惨、逃亡的艰辛。值得注意的是，该词是友人“金丽生自金陵围城出，为述沙洲避雨光景，感成此解”[19](P108），完全以友

人金丽生的视角与经历，展现出太平天国带来的灾难与创伤。 

再如，《虞美人》（风前忽堕惊飞燕）一阕，描写一位秦淮河上的青楼女子身陷金陵，逃亡后漂泊流离、形容凄惨，以此表

达战争给百姓带来的痛苦。《木兰花慢》（破惊涛一叶）是由于“甲寅四月，客有自金陵来者，感赋此阕”[19](P42），甲寅即咸丰四

年（1854），太平天国占据南京的第二年，金陵内外衰飒、凄凉的环境与氛围在词中清晰可见。 

刘毓盘《词史》称：“《水云楼词》二卷，其言情之作，皆感事之篇也。”[20](P902）综观蒋春霖的这些作品，皆着眼于太平天

国背景下的他人命运及城市创伤，并非个人亲历，但同样具有强烈的现实感，尤其是这些词作往往有题序，直接点明时间、地

点等具体信息，增强了纪事性，甚至可以作为历史材料的互证与补充。 

蒋春霖不仅以词笔记录史实，其周边有一批爱好诗词的中下层官员，皆在词中或隐或显地反映时代风云。张上龠禾

（1839—1916）先后任直隶昌黎、博野等知县，曾从蒋春霖受词，又与郑文焯等人彼此唱酬，其词有涉及时序、兴废之作，虽

未正面描写鸦片战争、太平天国起义等重大时事，但却饱含哀音。如：《菩萨蛮》中的“戍旗乱卷村烟灭，垂杨树树伤心碧”；

《台城路·游玄墓圣恩寺》中的“沧桑无限往事，古钟留拓本，残蚀文字”；《瑶花·杨花》中的“东风自舞，竟不管，词客苍

茫身世”，等等。皆以比兴手法寄托黍离之悲，传递出对社会、人生的敏锐感受。这些“有涉时代、民生的伤郁之唱，是在临

桂词人为‘重、拙、大’的词质而高歌时所增添的一动听的音符”[18](P634）。 

周闲（1820—1875）与蒋春霖相厚。同治初任新阳令，咸丰三年（1853）佐戎幕剿灭嘉定小刀会，赐六品官。咸丰五年（1855）

乙卯，他们二人相晤，蒋春霖在《换巢鸾凤》词前小引云：“嘉禾周存伯，工填词，移居杭州横河桥。未几，避兵过江，为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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旧事，时复凄绝。”[19](P118）周闲的《范湖草堂词》除吟咏爱情、友情外，亦描写时事，如《月华清·军中对月》《水龙吟·渡海》

《征部乐·领健儿戍郭律》《大酺·陪葛云飞、王锡鹏、郑国鸿三帅夜饯定海城楼》等，或咏叹浙东军民抵抗英军，或宣泄对官

吏昏庸的愤慨，或抒发建功立业志向，颇具史料价值。严迪昌认为浙东抗英战事在当时众多词人笔下极少涉及，“周氏写浙东

战事的词，相当全面地表现具体时空的氛围和特定悲怆心态，情，理，事，境一一可见”[21](P270），因此尤为可贵。 

张景祁是同治十三年（1874）进士，改庶吉士，后外放，官福建连江、仙游、蒲城等知县，晚年宦游台湾淡水、基隆等地。

景祁弱冠即喜填词，初期好侧艳之体，咸丰后身处乱世，渐去华藻，其《新蘅词》569首，题材丰富，除抒情、闺怨、咏物，亦

多以词叙事咏史，如《望海潮·插天翠壁》《酣江月·楼船望断》《曲江秋·马江秋感》《齐天乐·客来新述稼洲胜》等，悲壮豪

健，苍凉凄清，又不失平易厚重，亦有“词史”之称。严迪昌认为张景祁的词为江东“独秀”，关键在于反映有关中法之战波

及台湾的史事，其词中专写台湾“故实”，使中华版图完璧于词史上。
[16](P554)

 

纵观近代 70年，词坛上纪实之风十分昌盛，“词史”成为该时段词人创作的重要特征，朝野内外的官宦文人，尤其是中下

层官员，无疑是创作主力。 

三、近代词的纪实特色 

19 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对于中国而言，无疑是一场大地震，西方列强的枪炮战船摧毁国门，东西文化在此背景下发生了剧

烈冲突与交融，文人心态受到很大影响，传统观念迅速发生转变。伴随着列强入侵、农民运动、改革变法等各种历史事件的发

生，从朝廷到民间都或深或浅地受到冲击。词这种文体在经历丰富的文人手中变得厚重、阔大起来，涉及时政的作品大量涌现，

既有对当朝政治、社会矛盾的真实写照，也有对中外关系、涉外战争的记录与见证。 

值一提的是，在这段短暂的历史时期，一大批性情各异、美学主张不同的文人活跃在词坛上，如蒋敦复、刘熙载、杜文澜、

端木埰、蒋春霖、谢章铤、李慈铭、谭献、王闿运、沈祥龙、冯煦、樊增祥、陈宝琛、陈廷焯、张文田、张祥龄、王鹏运、况

周颐、郑文焯、徐珂、陈洵、王国维等，在创作及理论方面建构起丰富的词学风貌，呈现出显著的时代特色。从宏观角度看，

近代词坛的纪实之作，主要具有以下特点： 

（一）从个人情绪转向家国之思，内容格局趋向“重拙大” 

具有政治意识、爱国精神的词作，早在敦煌词时期便有出现。靖康之变后，辛弃疾、陈亮、刘过等辛派词人以及宋末遗民

词人，以其敏锐的感受，写下一些涉及政事之作，但仔细探究，他们的爱国之作要么围绕着个人命运际遇展开，抒发怀才不遇

的忧愤与政治的黑暗；要么隐晦地借咏物来表达心声。譬如，辛弃疾《摸鱼儿》（更能消几番风雨），词序“淳熙己亥，自湖北

漕移湖南，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”，这首词是稼轩转任湖南时在席上所作。 

词上阕写暮春将逝，下阕借用长门阿娇的典故抒发政治失意之情。表达出对奸佞权臣蒙蔽君主的痛恨，然而却并未涉及具

体的人与事。《破阵子·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》借沙场秋点兵的豪壮，抒发自己的壮志及怀才不遇的哀叹，也是从个人命运出

发。综观稼轩所代表的爱国词，内容、境界比传统言情之作开阔许多，尤其是爱国英雄的形象气质比较突出，然而，词中对于

具体的历史事件及政治人物极少涉及，对当权者的不满多以寄托手法幽隐点出。 

宋元之际及元代末期出现一些怀古伤今、表现战乱兵燹、颠沛流离的作品，传达出作者对世事变迁的感慨和对社会动荡的

厌倦。如，蒋捷的《贺新郎·兵后寓吴》有“记家人、软语灯边，笑涡红透。万迭城头哀怨角，吹落霜花满袖”，以当年家人

相聚衬托今日漂泊之悲。再如，邵亨贞《浣溪沙·丁酉早春试笔》中的“杨柳官桥人迹绝，杏花歌馆烧痕新，相期何处避兵尘”，

与南宋姜夔《扬州慢》“自胡马窥江去后，废池乔木，犹厌言兵”异曲同工，描写战后的凋敝及战争给百姓精神、生活带来的

巨大伤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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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整体来看，宋元词人的黍离之悲、家国之叹，大体上都没有跳出个人哀乐的圈子。相比之下，《庚子秋词》以及众多近代

词人的纪实之作，通常明确指向具体的人物事件，其中的伤感或激愤情绪大多是因国事而起，超越了词人个体身世命运的慨叹，

词人往往把自己置身于国家、社会的大背景中，从而使这些纪实词作的内容格局更加阔大、丰富，形成了近代词坛的新风貌。 

随着近代词作内容、境界的新变，词学理论也随之有了新趋向。经过端木埰、王鹏运、况周颐传承、发展而来的“重拙大”

理论，成为该时期的词学重大命题。这一理论最初是针对词的传统体制特征所提出的，况周颐把它视为作词三法，得到临桂派

及整个词坛的共识。蔡嵩云在《柯亭词论》中指出：“小令以轻、清、灵为当行，不做到此地步，即失其宛转抑扬之致，必至

味同嚼蜡。慢词以重、大、拙为绝诣，不做到此境界，落于纤巧轻滑一路，亦不成大方家数。小令、慢词，其中各有天地，作

法截然不同。何谓轻、清、灵，人尚易知。何谓重、大、拙，则人难晓。如略示其端，此三字须分别看：重谓力量，大谓气概，

拙谓古致，工夫火候到时，方有此境。”
[1](P4905）

蔡嵩云针对小令和慢词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词体形式对“重拙大”进行了描述。尽

管“重拙大”的内涵没有得到清晰明确地阐释与分析，但毫无疑问，该学说是近代词学理论的一大发展，并在创作实践中得到

印证。 

（二）大量运用词序，叙事性、指向性更加鲜明 

词是一种抒情文体，与诗歌相比，在内容、格调、功用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。邵祖平在《词心笺评·自序》中论到： 

诗可言政治之得失，树伦理之概模，有为而作，不求人赏，常有教人化之意，故其言贵具首尾；若词则不然，不及政治，

不涉伦理，无所为而作，引人同情，能写一时瞥遇之景，游离之情，从不透过历史议论，且不必成片段具始末，盖文学中最动

人入味者也……至于诵唐宋名家词，作家初非有伦常惨痛，只以惘惘不甘情绪，写出迷离惝恍语调，烟柳受其驱排，斜阳赴其

愁怨，拥髻逊其凄诉，迴腰穷其娭盼，讽之数复，令人惆怅低徊，欲罢不能，殆不知其所措，此种情况，读词者必能得之，则

词心之感人胜于诗远矣！[22]（自序，P2-3) 

邵祖平从内容、风格等角度区分了诗、词这两种文体的差异，诗歌显然更擅长言政治、论教化，词则以抒情致胜，不必要

求议论历史、不求结构完整。近代以来，随着词体“重拙大”理论越来越突出，词体的纪实功能也越来越明显。然而，由于字

数、句式等体制要求，一首词中所能表达的内容十分有限，其叙事性也远不能与诗文相比。因此客观来看，词中的史实描写并

不清晰、细致，大多仍以镜头似的细节片段及作者的直观感受为主要表达方式。 

词体在叙事功能上的先天缺陷，被文人运用题序的手段进行了适当补充。近代描写史实的词作中，题序运用十分普遍。词

人通过简洁的序言，传达出具体的创作背景及真实的社会信息，拓展并深化了词的内容。如，许秋海《金缕曲·书余淡心板桥

杂记后并叙》一阕题序共 347 字，记录了太平天国战乱中的所见所感，该词虽然是关于清初遗民文人于怀《板桥杂记》的读后

感，但却充满了时代哀音。 

综观近代“词史”一类的作品，多以词序点明时间，可以直接了解相关的历史背景。如，郑文焯《月下笛》（月满层楼）一

词，序曰：“戊戌八月十三日宿王御史宅，夜雨，闻邻笛感音而作，和石帚。”该序点明了该词作于六君子被杀之夜，在这种

背景下，才能更深刻体味出“秋声变了”“玉梯雾冷，瑶台霜悄，错认仙路”“早漏泄幽盟，隔帘鹦鹉”等词句所表达的幽深

含义。蒋春霖《扬州慢》（野幕巢乌）一阕，词序“癸丑十一月二十七日，贼趋京口，报官军收扬州”[19](P50），交代了创作背景，

词作内容则真实再现了战争所带来的惨烈境况。 

可见，词序自北宋被张先大量使用以来，逐渐被词人们接受，其功能和作用也逐渐丰富多样，不仅介绍创作背景，甚至还

成为词作内容的呼应和补充。近代描写史实的词作中大量使用词序，正是叙事性、丰富性的必然要求。无论从创作还是从词学

理论上看，近代可谓是整个词学史的高峰，对社会史实的书写，无疑是该阶段的显著特色。正如严迪昌所说的：“晚清外侮频

仍，天国举义，‘士’之神魂心绪或激荡、或愤慈、或凄苦、或迷茫，造就词史在殿末之期又晚霞一放，幽花重绽，终结之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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是颇斑斓的。”[23]（前言，P5) 

综上所述，作为一种新兴的韵文形式，词体自晚唐五代成熟确立以来，它的功能逐渐从大众化的娱宾遣兴向个性化的抒情

言志发展。尤其是 19世纪中叶以来，面对着封建社会末期朝堂内外的黑暗腐败与战乱纷争，面对着境外新鲜事物的大量涌入以

及西方列强的掠夺欺凌，不少敏感多思的文人在时代洪流中体验着前所未有的心灵震荡，他们把自己对各种社会重大事件的关

注和感受通过词笔书写出来，不仅拓宽了词体的表现内容，而且还为发展了千余年的词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。近代词坛

的史实书写，无疑成为词史上的一个亮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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